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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实地实验研究进展
＊

翁 茜　李 栋

摘要：在线实地实验是２１世纪以来基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所兴起的控制性实验研究
方法，逐渐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和政策评估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首先介绍在线实地实验的
设计与开展原则，继而阐述在线实地实验与其他数据收集方式相比存在的优势和潜在的问题。然
后，本文梳理劳动经济学领域开展在线实地实验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总结在中国背景下开展的初
步研究进展，以期为经济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并为更好地利用各类中国在线平台开展实验研究
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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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行因果推断日益成为经济学经验研究的重点，即通过比较接受某种干预的处理组（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与未接受该干预的控制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之间结果变量的差别，从而识别干预的平均效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因果推断的关键在于构建适当的反事实的情形（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其中控制性实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由于能够通过在研究对象中随机分配干预条件来直接构建控制组，已经成为现
有构建反事实情形方法中最为逻辑清晰、简明可信的一种方法（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该方法以人为
实验对象（即被试），通过给予激励并实施控制性实验条件，比较实验对象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行为和决
策来开展相关问题研究。实验不仅是一种研究设计方法，也是创造和收集数据的一种方法。
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提出的六个实验基本要素（即被试群体的性质、被试带入到实验中

的信息的性质、实验中涉及的商品的性质、实验任务或交易规则的性质、实验收益的性质以及被试参
与实验时所处环境的性质），控制性实验可被划分为传统实验室实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人工实地实验（ａｒｔｅｆａｃ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框架实地实验（ｆｒａｍ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和
自然实地实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其中，自然实地实验是在研究问题发生的真实环境中，以
本来就在这个环境中进行决策的主体为实验对象，在被试不知道自己被研究者观察的“自然”状态
下，对具体研究问题做出行为和决策的控制性实验方法。而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的被试通常为标准被
试（通常为大学生），在知道自己被研究者观察的情形下，被给予小额的物质（通常是金钱）或非物质
激励，在可以反映研究问题的抽象任务和明确的实验指令下做出行为和决策。人工实地实验将传统
的实验室实验中的被试换为“真实的人”；框架实地实验进一步将“实验场地”搬到真实的环境中，但
被试仍然知道其处于被研究者观察的状态中。相较于其他三种实验类型，自然实地实验因其研究对
象、环境、任务、信息和收益等方面均更为真实而具有更高的外部有效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①，因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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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实验室实验对于决策环境具有更强的可控性（Ｆａｌｋ　＆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９），但 Ａｌ－
Ｕｂａｙｄｌｉ　＆Ｌｉｓｔ（２０１５）证明，当实验室实验的潜在被试参与实验的可能性存在系统性差异时，自然实地实验由于被试
不知道在被观察而对究竟谁参与实验具有更强的可控性。

＊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外的学者广泛地接受，已在劳动、环境、产业组织等经济学重要子领域以及管
理学、营销学、政治科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和政策评估实践中得到大量应用。
在线实地实验（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是以在线平台或社区的用户为研究对象、以社区运转的

软件为介质，通过互联网实施操控来开展的自然实地实验（Ｃｈｅｎ　＆ Ｋｏｎｓｔａｎ，２０１５）。① 在线实地实
验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兴起于２１世纪初期，并在最近十年得到了迅猛发展。可供研
究者开展在线实地实验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劳动力市场、在线招聘平台／招聘网站、在线社区、
社交网络、小额信贷网站、在线教育平台、电子商务网站、门户网站等。这些平台并非为研究目的而
创建，但其所具有的特点为开展实验提供了有效保证。例如，在线劳动力市场可以轻松地向特定用
户支付报酬从而保证实验激励的可操作性，筛选出拥有多个账户的用户从而保证实验被试的唯一性
和独立性，并有效防止被试之间相互交流从而保证实验决策的匿名性（Ｈｏ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本文首先介绍在线实地实验的设计与开展原则，继而阐述在线实地实验与其他数据收集方式相

比存在的优势和潜在的问题。接下来，本文梳理２１世纪以来劳动经济学领域②开展的在线实地实验
研究③的最新进展，同时总结在中国背景下开展的初步研究进展，以期为经济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
路，并为更好地利用各类中国平台开展在线实地实验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二、在线实地实验的设计与开展

在线实地实验由于在被试群体、实验任务和实验环境的性质等实验基本要素方面具有的“在线”属
性，从而表现出与同类线下实验相区别的特征。类似地，在线实地实验也拥有独特的依托网络技术的实验
干预手段。本文首先简述在线实地实验的基本操作流程，然后分析其特征，最后介绍其干预手段。

（一）基本操作流程
在线实地实验通常操作简便，研究者以用户身份或在运营者协助下介入网站的正常活动，将参

与这些活动的用户作为潜在被试，利用网站规则、功能和网站支持的计算机工具等对被试进行干预，
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收益激励，收集被试的决策和行为及其他特征。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为了保证
实验的“自然”属性，研究者应深入了解网站的规则、功能、用户群体和一般活动，以免被用户发现异
常从而影响实验结果。此外，实验可能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也需要研究者审慎考虑。④

由于实验的具体操作流程因其发生的网站类型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本节以在线劳动力市场上
开展的实验为例，介绍该类实验的基本操作流程。与在线劳动力市场中真实工作的劳动者招募模式
相同，研究者亦通过在市场上发布工作广告招募被试。广告通常真实地描述了实验任务和收益，但
不会说明这是实验，而是由网站用户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工作”。一旦用户选择接受“工作”，研究者
会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局中，并通过向不同实验局的被试呈现在诸如实验指令、薪酬方案
或视觉刺激上不同的界面而实现干预。研究者也会通过该界面向被试发布指令和提供信息，记录被
试决策，并决定被试收益。被试完成实验任务（通常是完成工作或做出选择）后提交任务并获得报
酬，如同完成该市场上的其他任何工作一样（Ｈｏ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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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也有一些实验将实验室搬到了互联网上，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传统实验室实验不包含在本文的
综述范围内。在线人工或框架在线实地实验也不包含在本文的综述范围内。

选择对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在线实地实验进行梳理是出于该领域包含的研究主题丰富、技术干预手段涵盖广
泛、可供研究的网站和平台众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等考虑。劳动经济学领域其他实验类型的研究综述可
参见Ｌｉｓｔ　＆Ｒａｓｕｌ（２０１１）和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Ｋｕｈｎ（２０１１）。

在电子商务网站（例如ｅＢａｙ、亚马逊等）和门户网站（例如雅虎、谷歌等）上开展的实地实验不包含在本文的梳
理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实验通常为评估新想法、指导产品开发或改进界面设计而非科学研究而开展，尽管其设计和实
施方法与科学研究类似。

与其他实验类型类似，在线实地实验开展之前，需要通过研究者所在机构的学术伦理审查，以保证实验的道德
性。学术伦理审查在西方学术界和业界已经是非常惯常的做法，有成熟的标准和流程，但在中国仍未得到广泛开展。

目前，一些大学已经成立了学术伦理委员会，可望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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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基本要素的特征
根据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提出的实验的六个基本要素，本文发现在线实地实验在被试群体

的性质、实验任务的性质和实验环境的性质方面与线下实地实验表现出明显差异，因其“在线”属性
而存在明显的特征。

１．被试招募便捷高效，被试数量多且多样化。在线实地实验的被试通常为网站、在线平台或社
区的用户，通过自然选择或抽样的方式进行招募（Ｃｈｅｎ　＆ Ｋｏｎｓｔａｎ，２０１５）。自然选择指研究者借助
网站规则，以用户身份开展正常的在线活动（例如通过在线劳动力市场上发布任务，通过在招聘网站
上进行职位招聘等），感兴趣的用户自主选择参与到活动中，成为实验的被试。例如，Ｆｌｏ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职位广告，将有意向的近９０００名求职者作为被试。这种招募方式无须网
站运营者的协助，操作便捷高效，因此是大部分在线实地实验采用的招募方式。抽样则指的是研究
者在明确抽样框（通常是某网站的全部用户信息）的情况下，使用科学抽样方法生成样本，或直接将
总体作为被试。例如，Ｇｅｅ（２０１９）在“领英”（ＬｉｎｋｅｄＩｎ）的协助下使用抽样方法，选取了符合要求的

２３０万求职者作为被试。由于该招募方式对抽样框有严格要求，研究者通常需要得到网站运营者的
支持，因此需要花费一些额外成本。

无论何种招募方式，被试均具有数量多且多样化的特点。被试招募方式决定网站的注册用户均
可能成为实验被试，如果实验在一些大网站开展，则被试数量可高达百万级别，线下实验通常难以企
及。由于网站用户在成长背景、技能水平、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使得
一些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例如，Ｌｙｏｎｓ（２０１５）为探究国籍多样性对团队生产率的影响而在ｏＤｅｓｋ
平台上招募来自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完成编程任务，这样的被试要求在线下实验中通常很难满足。

２．实验任务与在线背景紧密结合。虽然在线实地实验的具体任务随研究主题而变化，但是均
与适合探究该主题的实验场所依托的网络服务紧密联系，并借助该实验场所的主要职能和运行规则
设计和开展，在线进行全部流程。例如，数据录入（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图文转译（Ｃｈｅｎ　＆Ｈｏｒｔｏｎ，

２０１６）、翻译（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等工作是在线劳动力市场实验中常见的任务，而需要被试“在场”完成的
任务（例如货物搬运、面对面交流等）则不适合于在线实验中开展。

３．在线环境具有强非介入性。在线实地实验的环境通常允许更强的非介入性（ｕｎｏｂｔｒｕｓｉｖｅ－
ｎｅｓｓ），也即允许研究者实现更隐蔽的实验干预。例如，在线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面对研究者设置
的真实任务和激励而付出真实努力时，通常不会怀疑自己正在被观察（Ｈｏ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相应
地，为保证自然实地实验的属性（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Ｌｉｓｔ，２００４），大部分实验放弃了向被试做知情同意的说
明。研究者担心被试如果了解实验和清楚自己处在被监控状态下，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
（Ｌｉｓｔ，２００８）。

（三）技术干预手段
在线实地实验的干预手段也与线下实地实验存在较大差异，Ｃｈｅｎ　＆ Ｋｏｎｓｔａｎ（２０１５）将在线实

地实验特有的技术干预方法总结为四类：通过邮件与短信发送定制信息、修改网站界面、编写自动程
序或脚本、添加附加组件。以下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依次介绍劳动经济学领域在线实地实验常用
的技术干预手段。

１．发送电子邮件、短信和站内信等定制信息。网络技术允许研究者向不同网站用户发送差异
化的定制信息来实现干预。这种定制化信息通常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和短信或站内信等方式实现
（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ｔａｎ，２０１５）。研究者根据用户的网站账号或电子邮件地址等特异性信息识别被试，采
用分层随机（根据用户关键个人特征）或简单随机的方式将被试分配到不同实验局，通过上述三种手
段向不同实验局的被试发送除关键干预信息外完全相同的内容，并继续通过网站账号追踪被试在接
受干预后的决策和行为。通常，实验者以网站用户身份即可完成上述操作，借助网站规则和功能引
入干预措施并收集干预结果。例如，Ｆｌｏ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使用雇主账户在招聘网站上面向美国１６个城
市的求职者发布职位广告，向有意向的求职者随机发送除薪酬方案外信息全部相同的电子邮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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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比职位申请完成情况发现，当提升薪酬方案的竞争性时，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规避倾向，但女性
的规避倾向更明显。

２．修改网站界面。在线实地实验另一种常用的技术干预手段是修改网站界面。研究者为同一
网站页面设计了包含不同信息的多种界面，通过向不同实验局的网站用户显示包含不同形式或内容
的界面来实现干预。如果网站要求用户登录后才能使用服务，研究者可以将用户的网站账号作为特
异性信息，对被试进行识别、随机干预和决策追踪。对于不需要用户登录即可浏览的网站界面，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ｔａｎ（２０１５）介绍了对话跟踪、ＩＰ地址和信息记录程序（ｃｏｏｋｉｅｓ）三种技术手段实现随机干预的目
的。无论是否要求用户登录，采用修改网站界面干预手段的研究者通常需要网站运营者的支持，对网
站规则进行局部调整才能实现。例如，Ｇｅｅ（２０１９）在“领英”的支持下更改网站页面设置，根据网站账号
将被试随机分为能否在招聘广告页面上看到该工作实时申请人数信息两组。研究发现，添加实时申请
人数信息将使求职者开始和完成申请的概率提升１．９％～３．６％，且提升女性的概率大于男性。

３．编写自动程序或脚本。编写自动程序或脚本是网络技术提供的另一种干预方法。研究者通
过编写自动程序或脚本，为网站用户提供新的功能，通过调整程序的适用范围或面向不同用户的程
序功能来实现干预。该方法通常借助网站账号识别和追踪被试，因为这些程序或脚本提供的服务一
般需要用户登录后才可使用。与修改网站界面类似，使用该方法的研究者通常也需要网站运营者的
密切配合，协助研究者将实验所需的程序或脚本写入网站规则。例如，Ｈ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７）通过在线劳动
力市场ｏＤｅｓｋ采用一个自动匹配求职者的程序向随机选取的雇主推荐求职者，而其余雇主仍需自己
搜索适合的求职者。研究发现，基于算法的求职者推荐使职位空缺填充率提高了２０％，且未发生推
荐导致挤出未被推荐者的效应。

三、在线实地实验的优势和潜在问题

本节通过分析在线实地实验与其他数据收集方式（观测和调查、线下实地实验）相比存在的优势
和潜在的问题，进而讨论在线实地实验的重要性、可行性及其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

（一）优势
相比于观测和调查的数据收集方式，在线实地实验具有所有实验方法共有的能够有效缓解内生

性问题的优势。而相比于线下实地实验的数据收集方式，在线实地实验的优势体现在干预的随机性
更强、可获得大量样本的成本更低、获得数据的准确性更高以及能够研究新的问题。

１．内生性问题的有效缓解。通过观测或调查方式收集的数据通常在社会经济现象发生后由研
究者被动收集，不可避免地存在干预条件（关键自变量）与不可观测的被试特征相关，导致在识别干
预条件对结果变量的因果影响时存在偏误，也即内生性问题。观测和调查数据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
通常可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断点回归、结构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缓解，但上
述方法的适用条件通常有严苛限制，经验分析中很难完全满足。

实验则能够根据研究问题来设计和操控干预条件从而主动创造数据。具体而言，实验既能独立变
动每种干预条件的不同水平（直接操控），又能对被试进行随机分组保证其可观测特征不存在统计上的
显著差别（间接操控）。直接操控能够保证从干预结果的差别上直接识别出干预条件水平差别的影响，

间接操控能够保证多种干预条件不同水平的组合（即实验局）的随机分配与被试特征①的正交，因而能
在最大程度上缓解甚至解决内生性问题（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ｕｎｄｅｒ，１９９４）。因此，普通最小二乘法或非参数
估计方法即可胜任实验数据的因果推断需要，不仅降低了对模型函数形式和误差项分布假设的要求，

而且使得结果解释更加简单直观。另外，基于Ｌｉｓｔ　＆Ｒａｓｕｌ（２０１１）的讨论，对于许多不可观测的个人或
组织特征（如偏好、动机），在有激励的实验环境中可以更加准确地被测量，从而减少了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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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样本量足够大（统计上要求每个实验局至少包含３０个独立的观测值），随机化也能保证不可观测的被试
特征在各实验局之间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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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传统上对于补偿性工资差异的估计，通常采用雇员的工资和工作特征等观测数据，基于特
征定价模型（Ｒｏｓｅｎ，１９７４，１９８６）将工资对工作特征进行回归。由于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
化的雇员或雇主的异质性特征，且这些特征与工作特征相关，即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的工作
特征的系数也可能存在偏误。然而，向求职者随机分配研究者关心的工作特征和不同工资的成对组
合，并让求职者选出心仪组合的实验方法能够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Ｍａｓ　＆Ｐａｌｌａｉｓ（２０１７）考察了求
职者对传统工作安排（朝九晚五、每周４０小时、办公室工作）和弹性工作安排间的偏好，发现大多数
求职者不愿为时间弹性牺牲薪酬；平均愿意放弃８％的薪酬以换取在家工作；平均愿意放弃２０％的
薪酬以避免雇主临时安排工作。

２．干预的随机性更强。首先，在线实地实验允许在实验前更好地将被试随机分组。研究者如
能得到网站运营者的协助，则可以获得用户的登记数据和在网站上的历史行为数据，有助于揭示
线下实地实验难以获得的被试特征，为保证更多维度的被试特征在各实验局之间的均衡提供了便
利。其次，在线实地实验允许在实验后更好地处理随机性未得到良好执行而带来的问题。例如，

线下实地实验干预条件分配的随机性可能受到被试系统性退出实验损耗（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和干预溢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等问题的影响。系统性退出实验损耗指不同干预条件的被试未完成实验的比例存在系
统性差异，因此会导致干预结果的差别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干预条件的差别。在线实验环境可以记
录用户的完备行为档案，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有效帮助研究者理解并采用统计方法处理这种损耗而
校正干预效果（Ｐａｒｉ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干预溢出通常指由于干预组与控制组被试发生互动而导致控
制组被试错误地接受干预的情形。Ｍｕｉｓｅ　＆Ｐａｎ（２０１９）指出，由于多数网站不支持被试间的线上
交流（如招聘网站），或这种交流很容易被监测到（如 ＭＴｕｒｋ的劳动者交流论坛），因此研究者可以
控制干预溢出的发生。

３．获得大量样本的成本更低。线下实地实验的实施成本通常是非常高昂的，样本量因此受到
限制。例如，Ｓｈｅａｒｅｒ（２００４）用于考察计件工资和固定工资的激励作用差异的实地实验中仅雇用了９
名工人完成种树任务，每人工作１２０天。调查数据由于需要一个个受访者进行调查，不存在规模经
济，通常也需要花费高额成本。而在线数据的收集依托网站，通常仅需要支付一个固定成本，甚至可
以在大平台中几乎毫无成本地收集大量数据（Ｈｏｒｔｏｎ　＆Ｔａｍｂｅ，２０１５），这使得在线实验的样本量通
常比同类线下实验大得多。例如，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通过电子邮件和招聘网站站内信向近１０万求职者
发送了工作广告，Ｇｅｅ（２０１９）在“领英”的协助下获得了２３０万求职者的数据。

４．所获得数据的准确性更高。网站或在线平台在用户正常活动和决策时就会将诸多数据记
录下来。以在线劳动力市场为例，劳动者的受雇历史、历史薪酬水平、劳动供给时间和工作表现
等信息均会在他们正常的活动中被记录下来。比起大多数调查数据依赖于受访者自报告，线下
实验数据依赖于人工观测记录，在线实地实验的数据显然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例如，Ｂａｒａｃｈ　＆
Ｈ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９）在探究是否向雇主展示劳动者的历史薪酬信息对其录用可能性的影响时，获得了
来自在线劳动力市场自动记录的劳动者过往工作历史和薪酬，而这些信息在其他情况下可能被
瞒报或误报。

５．能够研究新的问题。由于在线环境拥有线下不存在的运行机制和功能，从而可为仅用线下
数据难以回答的问题提供了研究可能。首先，线下环境通常只能研究不同干预条件对已雇用员工工
作表现的影响，而难以考察对求职者进入工作决策的影响，而在线环境使后者成为可能，例如上文提
到过的Ｆｌｏ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和Ｇｅｅ（２０１９）等一系列的实验。其次，网站或在线平台通常存在作为消减
信息不对称手段的声誉系统。Ｂ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就探究了这种声誉系统的有效性。通过在 ＭＴｕｒｋ
上创建被赋予好评、差评和无评论的雇主账号各１２个，并用这些账号发布几乎完全相同的工作任
务，研究者发现声誉更高的雇主吸引劳动者参与工作的速度更快，证明了声誉系统的有效性。除此
之外，网站或在线平台还可以运用计算机算法提升传统工作的效率，例如上文提到过的 Ｈ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７）

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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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潜在问题
尽管通过在线实地实验方式收集数据拥有众多优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存在一些潜在问

题，例如，样本选择、被试和任务的局限性以及网站运营者协助难等问题。

１．样本选择。这是在线实地实验最突出的问题（Ｈｏｒｔｏｎ　＆ Ｔａｍｂｅ，２０１５）。一方面，如果无法
取得网站或在线平台的全部用户的数据库（这通常很难），那么几乎不可能对实验总体的特征有比较
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参与在线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很难确定线上、线下市场参与
者的差异程度和这些差异的影响。而比较线上研究数据和抽样规则明确的调查样本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的相似程度是缓解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能方式。

２．被试和任务的局限性。由于网络活动的参与者至少要掌握基本的上网技能，拥有网络连接
设备，这对被试的知识技能水平和经济状况做了隐性限制。这就意味着，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低收
入、低受教育水平群体，或者希望在网络普及率和人均知识技能水平偏低的欠发达国家开展研究，应
当慎重考虑在线用户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此外，在线环境也限制了实验任务的选
择，任务既需要适合在线开展，也需要符合开展场所的主要职能和运行规则。这也意味着，需要被试
“在场”完成的任务不适合于通过在线实验中开展（Ｈｏ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３．网站运营者协助难。在需要网站或平台协助的情况下，说服网站运营者配合完成实验干预
或向研究者共享数据通常并不容易。Ｈｏｒｔｏｎ　＆ Ｔａｍｂｅ（２０１５）指出，共享数据对网站运营者的成本
可能包括潜在的信息泄露危险、将数据转换为研究用数据的成本等，而协助干预措施增加的成本可
能包括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增加网站相关员工的工作量等，并指出通常只有使网站运营者相信研究
会为公司带来一些好处时，这种协助才可能发生。研究者在网站现场使用数据并掌握一定的数据提
取和操控技术是缓解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能方式。

四、在线实地实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展

本节以解释劳动力市场表现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的原因、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以及深入探究激励措施对工作搜寻和匹配的影响为例，回顾２１世纪以来劳动经济学领域开展的
在线实地实验研究的最新进展，展现在线实地实验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劳动经济学理论的检验。

（一）解释劳动力市场结果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１．歧视。Ａｌｔｏｎｊｉ　＆Ｂｌａｎｋ（１９９９）研究指出，雇主歧视是造成不同群体间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的
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使用观测数据直接测度歧视非常困难，早期的经验研究常将群体间劳动力市场
表现（工资或劳动参与率等）差距拆分为一个可解释的（个体可观测特征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和一个
不可解释的差距，将后者视作歧视来间接测度（Ｏａｘａｃａ，１９７３；Ｂｌｉｎｄｅｒ，１９７３）。上述方法存在的问题
是，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率可能还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或难以获得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所有
市场变量数据，歧视可能被高估或低估（Ａｚｍａｔ　＆Ｐｅｔｒｏｎｇｏｌｏ，２０１４）。

与上述方法不同，近些年来兴起的审计实验（ａｕｄｉ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可直接测度歧视。研究者令除所属
人口群体以外的简历信息和其他特征完全相同的劳动者向同一雇主求职，度量雇主对不同群体求职
者的面试通知率、雇佣率或工资差异来直接测度雇佣过程中的歧视（Ｎｅｕｍａｒｋ，２０１８）。通讯实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更进一步，在工作申请中投递纸面化（通过邮寄或传真）或电子化（通过网
站或电子邮件）的虚构简历，然后收集基于电话或邮件的面试通知作为雇主反馈。通讯实验由于不
可控因素少和边际成本低，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在一国多个城市开展实验以获取大规模并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电子化的通讯实验属于在线实地实验，被用于研究性别、年龄、种族、犯罪记录、失业时
间、性取向等维度是否存在歧视。

在性别维度，Ｒｉａｃｈ　＆Ｒｉｃｈ（２００６）在英国劳动力市场上向雇主发送成对的虚构简历，发现在“女
性职业”如秘书岗位中存在对男性的歧视，在“男性职业”如工程师岗位中，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在两
个“中性职业”注册会计师和电脑分析程序员岗位中，也存在对男性的歧视。Ｐｅｔｉｔ（２００７）在法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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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开展的类似实验显示，２５岁的女性相比同龄的男性在申请高技能行政岗位和雇主提供长期劳
动合同的岗位时受到严重歧视，而在３７岁单身且无子女和３７岁已婚有三个子女的求职者中，并未
发现对女性的歧视。

在年龄维度，Ｎｅｕｍａｒ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向４万多份工作岗位投递年龄有差异且求职者临近退休年
龄的虚构简历后发现，美国雇主存在针对年老女性的年龄歧视。Ｂａ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除变动求职者年
龄外，还为年长求职者额外的工作经历随机匹配了从事本专业工作、从事专业外工作或未工作等职
业经历，发现比利时雇主对年长劳动者的年龄歧视几乎全部来自从事专业外工作的年长求职者。

在种族维度，Ｏｒｅ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１１）在加拿大开展通讯实验后发现，相比于英文名字的求职者，拥有
国外工作经验或拥有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或希腊名字的求职者在多种职位上都得到更少的面试通
知，且注明语言流利、拥有跨国公司经验、出身名校或积极参与课外活动等都未能降低这种歧视。

Ａｇａｎ　＆Ｓｔａｒｒ（２０１７）使用类似方法显示种族信息，并借助美国雇主询问求职者犯罪记录的传统显示
犯罪记录信息发现，有犯罪记录的人和黑人会比无犯罪记录的人和白人获得更低的面试通知率。特
别地，研究者发现美国禁止“询问求职者犯罪记录”的政策使无犯罪记录的黑人受到了更大的歧视。

在失业时间维度，Ｋｒｏｆ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通过变动虚构简历中的失业时间发现，失业（特别是失业的
前八个月内）时间越长，获得美国雇主面试通知的可能性越低；当地劳动力市场越紧张，雇主们越会
使用失业期长度作为未观察到的生产力信号。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Ｒｏｏｔｈ（２０１４）发现，当期的短暂失业和过
往的长期失业记录对美国雇主的面试通知率都没有影响，但当期超过９个月的失业记录显著降低了
面试通知率。

在性取向维度，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１）通过为虚构的毕业生安排校园同性恋组织参与经历暗示性取向，

发现美国部分州的雇主对男同性恋求职者的面试通知率显著降低，这种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地区舆论和立法对同性恋的歧视程度。Ｗｅｉｃｈｓｅｌｂａｕｍｅｒ（２０１５）在使用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１）方法的基础
上，利用德国劳动力市场要求申报家庭成员情况的传统，通过申报伴侣性别进一步增强了性取向信
号，发现慕尼黑的雇主对已婚和未婚女同性恋求职者的面试通知率都较低，而柏林的雇主对女同性
恋和异性恋求职者的面试通知率无显著差异。

另外，在线环境允许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政策研究，评估诸如性别和种族平权政策等旨在消除群
体间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的政策的实际效果。Ｌｅｉｂ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ｓｔ（２０１８）在招聘网站上发布工作广
告后，将有意向的求职者随机分配到是否有明确的种族就业机会均等声明的环境中，发现该声明降
低了少数族裔的工作申请率，因为他们担心其被雇用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表示种族平等，而非因为他
们的能力。Ｉｂａｅｚ　＆Ｒｉｅｎｅｒ（２０１８）结合线上线下手段发布招聘广告，通过随机变动申请前或后告知
性别平权行动宣言，发现申请前告知使女性申请率增加，并超过男性申请率的降低，而最优秀的男、

女性申请率并未下降。两项研究对政策作用的评价存在的差异值得深思，可能与实验实施环境
（Ｌｅｉｂ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ｓｔ在美国实施，Ｉｂａｅｚ　＆Ｒｉｅｎｅｒ在哥伦比亚实施）、平权政策内容均有关。这些研
究结果为实施消除群体分隔现象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科学依据。

２．个人偏好。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考察来自劳动力市场供给方的心理特质和偏好等因素对
群体间（特别是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的解释能力。这是因为，不同的风险和竞争
偏好可能导致劳动者自主选择进入不同的行业和职位工作；不同的谈判偏好导致从事相同行业和职
位的劳动者可能获得的薪资和职业发展路径不同；不同的社会偏好（利他、公平、信任、互惠、合作等）

导致在相同工作场所中劳动者的表现不同（Ａｚｍａｔ　＆Ｐｅｔｒｏｎｇｏｌｏ，２０１４）。而这些心理特质和偏好难
以用观测数据精确度量。因此，大量经济学实验研究（主要来自于实验室实验）尝试测度性别偏好差
异。Ｃｒｏｓｏｎ　＆Ｇｎｅｅｚｙ（２００９）及Ｎｉｅｄｅｒｌｅ（２０１６）回顾相关研究发现，男、女性在风险偏好、竞争偏好
和社会偏好方面存在稳健的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更厌恶竞争，更不愿直言想法，且具有更
强的社会偏好特异性。

实地实验尝试在真实劳动场景中验证从实验室中获得的结论是否仍然有效，在线实地实验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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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增加了数据收集和干预实施的便利，出现了一批关注群体间偏好差异的研究。例如，Ｆｌｏ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和Ｓａｍｅｋ（２０１９）均探究了性别竞争偏好差异，分别通过对近９０００名和３５０００名求职者随机
发布工作内容相同但薪酬方案竞争程度不同的招聘广告发现，高竞争性薪酬方案使两性均表现出规
避倾向，但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Ｌｅｉｂｂｒａｎｄｔ　＆Ｌｉｓｔ（２０１５）则关注性别工资协商偏好的差异，其把
近２５００名对招聘网站上发布的工作广告有意向的求职者随机分配到是否明确说明工资可协商的合
同环境中发现，男性更可能在未明确说明协商可能性时进行工资协商，且男性更愿意申请未明确说
明工资可协商环境下的工作。以上研究在大样本和真实环境中证实了实验室实验的研究结论，为性
别劳动力市场表现差距的一种可能解释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

（二）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拉斯穆森，２０１７），例如雇主无法从简历中观察到劳动者的

生产率，无法确定计时工资下劳动者的努力程度（鲍哈斯，２０１８）都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典型
例证。为了缓解这个问题，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了大量探索，传统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回应是统计性
歧视（Ａｉｇｎｅｒ　＆Ｃａｉｎ，１９７７）和效率工资理论（Ｋａｔｚ，１９８６）。在线环境给予研究者一个新的选择：某
些信息不再缺失，或雇主可以在支付低成本的情况下将缺失的信息补充，如通过雇主工作评价、历史
薪酬信息、员工推荐或平台推荐补充劳动者的生产率信息，通过雇主声誉、其他申请者的工作接受率
或申请数量补充雇主或职位信息，进而探究雇主和劳动者的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

研究者发现，通过在线劳动力市场上补充或遮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信息，可以有效改变雇主
行为。例如，Ｐａｌｌａｉｓ（２０１４）在雇佣结束后为部分欠缺工作经验的员工撰写了详尽的工作表现评价；

Ｐａｌｌａｉｓ　＆Ｓａｎｄｓ（２０１６）则通过老员工推荐雇用了一批劳动者；Ｂａｒ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更改系统设置引入
了平台担保（即如雇主在雇用后对受担保劳动者不满意，平台可承担其前两周的工资）或推荐劳动者
的制度。以上研究均发现，补充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信息会提升其被雇用的可能性。Ｂａｒａｃｈ　＆
Ｈ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９）则从反面探究遮蔽该类信息的影响，他们通过系统设置使占样本一半的雇主无法查阅
劳动者的历史薪酬信息，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薪酬低的劳动者被雇用的可能性增大。

研究者还发现，通过向劳动者提供有关雇主或职位的社会信息也会改变劳动者行为。例如，

Ｃｏｆ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对一半被录用者在工作录用通知邮件末尾补充前一年被录用者的实际工作接受
率信息，Ｇｅｅ（２０１９）则更改招聘网站系统设置，使部分求职者可见工作的实时申请人数。两项研究均
发现，补充其他劳动者的决策信息增加了工作申请／接受率。

此外，研究者还特别关注了在线平台普遍采用的声誉系统作为信息补充手段的效果。例如，

Ｂ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在 ＭＴｕｒｋ上创建了分别被赋予好评、差评和无评论的雇主账号，用以发布相同
工作，发现高声誉雇主吸引劳动者参与工作的速度更快。虽然声誉信息有效改变了决策行为，但

Ｆｉｌｉｐｐ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发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开声誉评价系统存在严重的声誉“膨胀”现象。研究者要
求某在线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同时在公开和秘密的两个声誉系统中为雇员评分和评价，当２８．４％的
雇主秘密反馈不会再雇用某劳动者时，却公开反馈了４～５星好评（５星最高）。

（三）深入探究激励措施对工作搜寻和匹配的影响
雇主提供的工作职位空缺和求职者之间如何匹配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众多关于工作搜寻与匹配的理论研究关注诸如工资等激励措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发展出随
机搜寻（ｒａｎｄｏｍ　ｓｅａｒｃｈ，例如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８２；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１９８２；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１９８５）和有目的搜寻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例如 Ｍｏｅｎ，１９９７；Ｍｅｎｚｉ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两种理论。但是，采用观测数据进行的经验
研究难以保证除激励外的其他工作特征完全相同，因此难以获得激励措施与求职者申请数或申请率
之间的因果关系（Ｈｏｌ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Ｂａｎｆｉ　＆ Ｖｉｌｌｅｎａ－Ｒｏｌｄáｎ，２０１９；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　＆ Ｗｏｌｔｈｏｆｆ，

２０２０）。而采用实地实验方法进行的经验研究虽然能够缓解内生性问题，但由于开展机会难得而使
得实验实施环境通常比较特殊，体现在研究对象（例如Ｄｅｓｅｒｒａｎｎｏ（２０１９）仅在乌干达小额贷款组织
中招募社区健康促进员）或招聘工作职位（例如Ｄａｌ　Ｂ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仅在墨西哥招募公务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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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实地实验提供了更加可靠和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在线实地实验不仅可以保证除激励措施
外不同的工作职位的其他工作特征完全相同，而且可以确保被试背景和工作职位所在行业等实验实
施环境的一般性和多样性。因此，不同职位间的申请数或申请率的差异就可以被归因于激励措施的
差异，而且研究结果也具有更高的外部有效性。在线实地实验的另一贡献在于将金钱以外的非物质
激励也纳入了实验，探究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等是否能吸引更多求职者申请。例如，Ｈｅｄｂｌ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在招聘网站上随机选择是否向求职者展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并随机给予高低不等的
时薪级别，发现提高时薪和展示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均能提高申请率。Ｆｌｏ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则在发布
职位广告后，向有意向的求职者随机发送除薪酬方案外信息全部相同的电子邮件，研究发现，当薪酬
方案的竞争性提升时，劳动者的申请率下降。

五、基于中国环境的在线实地实验进展及展望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各类网站和在线平台的创立，过去十年，基于中国环境开展的在
线实地实验也有诸多发展。本节通过介绍现有研究对在线实地实验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
足，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国内研究总结
总体而言，由于中外网站和在线平台的类型和功能相似，因此基于中国环境开展的在线实地实

验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与国外的研究类似。然而，由于中国存在独特的制度、文化或问题，且一些网站
运营者对与研究者合作持欢迎态度，这为关注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了条件。下文通过归纳
在劳动经济学、传播学、营销学等领域开展的研究进而总结它们的贡献。

１．关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问题。在中国开展的一些在线实地实验关注了中国特有的制度、文
化或问题，丰富了研究主题。对于歧视进行测度的中国研究与国外研究类似，大都采用通讯实验的
方法，而关注的主题除与国外研究类似的性别歧视（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　＆Ｌｅｉ，２０１５；葛
玉好等，２０１８）和民族歧视（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２０１２）外，还包括计划生育政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例
如，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基于中国２０１６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和求职者在政策前后生育二孩可能性的
变化，在“前程无忧”招聘网站上完成通讯实验，发现因生育可能带来的预期家庭责任增加使得女性
收到的面试通知率显著降低，但男性不受影响，且年龄增长导致的女性生育概率增加会进一步加剧
雇主歧视。

２．与网站运营者的深度合作。在中国开展的一些在线实地实验由于得到了网站运营者的深度
合作和密切支持而得以顺利开展，并获得具有外部有效性的结论。例如，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就中国劳动
者对非物质激励的支付意愿展开了研究，通过与中国某大型在线招聘平台合作，向超过１０万潜在求
职者随机发送弹性工作条件和薪酬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的工作广告，发现有弹性的工作吸引了更多
求职者申请，申请者愿意为工作弹性损失１０％的工资，而基于近２００万求职者的观测数据的分析却
未发现类似结论。

营销学领域的实验主要关注社会关系和传播对营销结果的影响，通常在新型社交媒体（新浪微
博、微信等）上开展。例如，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与某媒体公司合作，通过控制电视节目是否在新浪微博
上宣传且请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大Ｖ）转发宣传，发现新媒体和大Ｖ转发显著增加了节目收视率：

收视率因公司微博宣传增加７７％，因微博大 Ｖ转发额外增加３３％，因转发详细播出信息额外增加

５７％。微博大Ｖ的转发还通过增加公司微博的粉丝数间接增加了收视率。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与某服
装公司微商合作，在微信上通过向新老客户展示商品描述、顾客反馈等发展商业关系，或展示旅游、

美食、音乐推荐等发展朋友关系，发现与客户建立商业或朋友关系均提升了销售额，与新客户发展朋
友关系可协助发展商业关系，但与老客户同时发展商业和朋友关系却使上述正向影响消失。

除此之外，Ｄ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对Ｐ２Ｐ信贷还款依从行为进行了考察。研究者完整追踪了２０１２名中
国大学生在某Ｐ２Ｐ信贷网站上的贷款和还款过程，通过调整提醒借款人还款的短信内容发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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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还款的积极期望显著增加了还款可能性，强调违约的消极后果仅在短期增加还款可能性，是否
披露借出者身份（姓氏）信息对还款行为无影响。
尽管上述基于中国环境的研究为在线实地实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着在

线实验研究缺乏①、应用领域比较单一等问题，与网站运营者的合作也存在广阔空间。因此，这也是
未来研究可望发展的方向。

（二）未来研究展望

Ｌｕｃｋｉｎｇ－Ｒｅｉｌｅｙ（１９９９）较早地借助在线环境开展实地实验的研究，彼时研究者还只能通过论坛、
电子邮件艰难地开展实验。随着２１世纪以来劳动、招聘、社交、教育等各类在线平台的出现，实地实
验的应用场景和可探究的问题都出现了爆炸式的拓展。虽然国内外网络环境不完全一致，但上述研
究使用的各类在线平台和工具在中国同样得到了迅猛发展，如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功能类似的微博、和领英
功能近似的智联招聘等，实施环境不应该成为在中国开展此类研究的限制。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国网
民规模已达到８．２９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５９．６％（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２０１９），在线生活方式的逐渐
普及为在中国巨量且更具人口代表性的互联网用户中开展在线实地实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本文认为，基于中国环境的在线实地实验在未来大有可为，并提出以下几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１．拓宽应用领域，深入研究话题。目前基于中国环境开展的在线实地实验大多集中在劳动经
济学领域，其他领域的应用相对不足，仍需继续拓展。国外研究除本文中提到的主要领域之外，还包
含拍卖（Ｋａｔｋａｒ　＆ Ｒｅｉｌｅｙ，２００６）、产业组织（Ｌｅｗｉｓ　＆ Ｒｅｉｌｅｙ，２０１４））等经济学子领域和传播学
（Ｍｕｉｓｅ　＆Ｐａｎ，２０１９）、心理学（Ｐａｒｉｇ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营销学（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政治科学（Ｂ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在线实地实验可以被广泛应用在各学科的研究
中。国内学者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并积极探索在中国网络的合适环境中进行应用的可能性，用以解
决更多领域的问题。
此外，部分基于中国环境开展的现有研究，需要更好地与前沿理论结合，继续深入探索，而不能

是仅仅更换一个被试群体。以目前国内应用在线实地实验较多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为例，大多数研究
仍关注性别歧视等传统话题，而国外研究已深度探索性别偏好差异等新问题，为前沿理论提供了经
验证据。因此，研究者应结合理论前沿，利用在线实地实验的优势，为各领域的深入探索提供助益。

２．继续深化研究者与在线环境的结合。当前基于中国环境开展的在线实地实验大多数仅以用
户的身份进行实验，而部分得到了网站运营者的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继续加强与网站运营者合
作开展实验，甚至是自己创立网站进行实验。与网站运营者合作虽然有不少困难和成本，但如果研
究者能关注在线平台企业同样关注的兼具现实和理论意义的重要问题，则常常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
支持，这也是前述许多国内外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此外，Ｃｅｎｔｏｌａ（２０１０，２０１１）更进一步地建立了
完全由研究者运营的健康类社区网站开展行为和传播领域的研究。这样的网站显然能实现更加丰
富的干预，探索更深入的问题。而芝加哥和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则自己成立了公司，用于更好地进行
对劳动力供给行为的研究。虽然上述设想会增加实验成本，但随着在线实地实验在中国继续发展，
相信研究者会寻求与在线环境的更深度结合。

３．立足中国实际，关注中国问题。国内外的制度、文化和环境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一味模仿国
外研究。作为中国学者，应该与中国环境更密切地结合，关注中国问题。在这方面，现有部分研究已
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参见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这些中国问题既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实政策的切入点，也是
国外环境所不具备的且能做出研究贡献的机会，因而应该被更好地关注和把握。
总之，不断发现、不断创新的敏锐思维，对时代发展潮流的良好把握，以及对新兴研究环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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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我们所知，除上述研究外，已经公开为工作论文的研究还包括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众包网站“任务中国”
（Ｔａｓｋｃｎ）考察物质激励对任务质量的影响；Ｏｎｇ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５）和Ｏｎｇ（２０１６）在婚恋网站上开展的考察性别、收入和
受教育程度对异性关注程度影响的通讯实验；Ｋｉｚｉｌｃｅ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在中国慕课（ＭＯＯＣｓ）探究价值肯定对学习行为和
结果的影响；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购物网站（淘宝）上对有限注意力假说的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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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的有效利用，都为中国经济学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并提供了更多对中
国重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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